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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與家校信任的建立 
 
 

何瑞珠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學系 

無論在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心理學或人類學，信任關係的建立都

是個愈來愈重要的研究課題（Coleman, 1990; Delhey & Newton, 2003; 

Huang, 2003; Newton, 2004; Putnam, 1993, 2000）。在教育上，對學校改

進及改革而言，建立信任關係既是手段，亦是目的（Brown, 1998; Bryk 

& Schneider, 2002; Meier, 2002; Moye, Henkin, & Egley, 2005）。尤其在

現行權力下放、私營化、問責制及學券制等教育改革浪潮下，不少教育

改革者提倡通過家校合作，提高學生、家長及教師的互信，從而改善學

習氣氛及學校效能（Adams & Christenson, 1998, 2000; Epstein, 1990）。

本文嘗試釐清教師與家長及學生的信任關係的本質，探討家校合作與家

校信任的關係，並分析家校合作與家校信任對學校效能的可能影響。 

 

 

近年有關「家長參與」的國際研究指出，家校雙方的互相尊重、互信與

聯繫對促進學校效能極為重要（Adams & Christenson,1998; Bryk & 

Schneider, 200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7）。在香港，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2007）訂出的「教師專業能

力理念架構」亦有提及與家長建立互信的重要性。究竟家庭與學校雙方

能否建立信任關係？在華人教育傳統下，學校與家庭有明確的分工，彼

此是兩個互不相干的領域，歷來似乎都相安無事，近年推動的家長參與

對信任關係的建立有沒有影響呢？而家校合作與家校信任對學校的教

學效能又有沒有幫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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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Tschannen-Moran（2001）界定「信任」（trust）為對另一人的善意

（benevolence）、誠實（honesty）、開放（openness）、可靠（reliability）

及能力（competency）的信心。在學校裏，「信任」是組織運作的「潤

滑劑」；在具備信任關係的組織，人們毋須浪費精力於互相猜忌之中，

能全情投入組織的工作。「信任」亦是人際關係的「凝聚劑」，人與人

之間的互相信任及關懷，使他們不單要完成更且要做好某項工作，而人

在工作當中亦得以成長。Tschannen-Moran 認為「信任」並非自然產生

而是需要刻意經營的。身為教育領導者，校長及教師的首要任務是建立

學校成員（包括教師、家長、學生）之間的互信關係。 

就信任關係的發展過程而言，Rempel, Holmes, & Zanna（1985）提

出三個層次：（1）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 以個體行為為基準；

（2）可靠性（dependability）─ 以個體個人屬性（attribute）為基準；

（3）可信賴性（faith）─以個體信念（belief）為基準。第三個層次

超越個體行為及屬性，正如肝膽相照的好朋友一樣，只要對方有需要，

便會委身協助。Rotter（1980）認為「信任」存在於人與人之間，是某

一個體對另一個體的承諾及可信靠的程度。Holmes & Rempel（1989）

採用一個更廣泛且功能性的定義，提出「信任」存在於人際關係之中，

能有助達至正面成果。教育界的學者特別指出，在學校內要建立家校互

信，必須透過家長、教師及校長持久而非短暫的合作，而且互信關係對

和諧的學校要具有自足價值，同時亦有助促進學生的持續成長（Adams 

& Christenson, 1998; Weiss & Edwards, 1992）。 

Adams & Christenson（1998）曾在美國進行家校信任程度的研究，

調查了 132 名家長及 152 名教師，結果顯示家長對學校的信任程度與家

校合作活動的參與有關。他們指出，信任程度愈高的家長，更多參與學

校各項的家長活動。Adams & Christenson（2000）後來再在 6 所學校進

行相似研究，總共調查了 1,234 名家長及 303 名教師，而研究的級別由

幼兒教育、小學以至中學階段。他們進一步發現：家長及教師在幼小 

學段的信任程度均比中學為高；家長對教師的信任程度比教師對家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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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程度為高；教師對家長的信任程度與級別無顯著關係，但家長的信

任程度隨年級增加而降低；信任程度與家校溝通的關係最大，可見正面

的溝通對建立雙方的信任關係至為重要。就香港而言，在現存一般學校 

的環境下，家長與學校雙方的接觸機會不多，互信的基礎較薄弱（何瑞

珠，2002；Ng, 1999）。雙方必須及早以「正面」接觸為起點，讓大家

對對方有良好的印象，這樣才能有效建立長遠的信任關係（何瑞珠，

2006；龐憶華，1994；Pang, 2004）。 

Bryk & Schneider（2002）曾在芝加哥開展學校改革研究，調查及

訪問了 12 所不同背景的小學。他們在與校長、教師、家長及社區人士

深入訪談後，總括了「互相信任」是學校改革最核心的成功因素。他們

繼而在 1991、1994 及 1997 年進行大型調查，收集多元數據。根據多層

回歸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的結果顯示：學校之間的家長信任程度

差異十分顯著；教師對家長、教師對同僚教師及教師對校長之間的信任

程度愈高，學校的改善程度愈大；而且信任程度愈高的學校，學生在閱

讀及數學的成績亦愈佳。最後，他們總括出，無論是質化或量化的證據

均顯示，具有高度互信的學校，在學業成績上的改進最為顯著。 

家校合作與家校信任 

在華人教育傳統下，學校與家庭有明確的分工，彼此是兩個互不相干的

領域。近年，教育改革多強調家校的合作關係，家校之間由從前的分工

而不合作，逐漸發展成合作、協作 1 以至互補長短的夥伴關係（何瑞珠，

2002，2006；沈雪明，1995；龐憶華，1994）。Epstein（1990）提出家

校協作有六個類型，包括：親職教育，輔助子女在家學習，學校與家長

溝通，家長參與義務工作，家長參與學校管理決策，以及學校與社區協

作。這六類型家校協作成為美國家校協作的國家指標（national PTA 

standard），而且更於 1998 年成為新加坡全面推動家長參與的藍本

（Khong & Ng, 2005）。何瑞珠（2002）於 1998 至 2001 年間曾在香港

進行行動研究，嘗試在小學開展 Epstein 的六類型家校協作；根據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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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坊的經驗，發現家長與老師必須先建立正面的聯繫（building 

relationship）才能開始各類家長活動，因此建立可信的聯繫可說是各類

型家校協作的起點，從而在香港發展出七類型的家校協作。換句話說，

老師及家長之間開始有了正面的聯繫，繼而透過多元化的家校合作活

動，家校互信的關係才得以發展。這亦即 Rotter（1980）所指的：建 

立互信過程是透過共同參與家校活動，讓家長與老師體驗到與對方合作

的可靠性，繼而進一步了解對方的家校合作信念，最終便能建立雙方的

信任關係。 

正如 Tschannen-Moran（2001）所言：協作（collaboration）及信任

（trust）是互為因果的過程（reciprocal processes），協作雙方開始時均

須有良好的關係，才願意投入時間及精力共同合作，而合作成功的經驗

又能鞏固原有的信任關係。Tschannen-Moran（2004）採用典型相關分

析（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來評估「信任」與「協作」兩組變量

之間的關係。這項研究在美國一個學區內進行，共有 45 所學校的 898

名教師參與。量度「信任」程度分為三個維度（dimensions）：（1）對

校長的信任，（2）對（教師）同事的信任，及（3）對服務者的信任。

量度「協作」程度亦分為三個維度：（1）與校長的協作，（2）與（教

師）同事的協作，及（3）與家長的協作。研究結果發現：「協作程度」

的變異數（variance）有 40% 能以「信任程度」來解釋，這反映出「協

作」與「信任」之間具有十分顯著的關係。此外，根據典型結構相關 

係數（structure coefficient），「信任指標」中最大典型負荷（loading）

為「對服務者的信任」（0.95），其次是「對校長的信任」（0.70），

最後是「對同事的信任」（0.43）。標準化的典型係數進一步表示各 

變項對信任指標的相對重要性，結果顯示：「對服務者的信任」對「信

任指標」的貢獻最大，其次是「對校長的信任」，最後是「對同事的信

任」。「協作指標」中最大典型負荷為「與家長的協作」（0.96），其

次是「與同事的協作」（0.75），最後為「與校長的協作」（0.57）。

由此可見，與家長協作是最重要的協作指標。總括而言，「信任」與「協

作」有顯著的關係，而且家校協作的開展尤以「教師對家長」的信任為

基礎；良好的協作成果又可進一步加深家校相方的互信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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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家校合作與學校效能的關係而言，Ho & Willms（1996）對美國

初中學生的研究亦發現，家長參與校內的家長會及義務工作，有助改善

學生的成績，並減少不同社經階層之間學習成果的差異，有助促進整體

的學習成果及學習成效的均等。Brown（1998）在加拿大一個名為「有

心學校」（Schools with Heart）的研究中提出，家校合作可改善學習風

氣（learning norm）及關愛氣氛（caring norm）。Brown 的研究發現，

學校若能動員家長參與校內義務工作，貢獻本身的寶貴時間及專業知

識，能為學校創造出良好的關愛氣氛並提高學校的學習風氣。 

在華人社會，有關「協作」及「信任」關係的研究一直都寥寥 

可數。香港自 1994 年全港性的家校合研究報告發表以來（Shen, Pang, 

Tsoi, Yip, & Yung, 1994），亦有不同學者研究不同類型的家長參與，並

逐步探討如何在學校層面規劃整體性的家校協作活動（何瑞珠，2000，

2002；沈雪明，1995；龐憶華，1994；Ho, 2003; Ng, 1999; Pang, 2004），

可惜甚少有關於家校合作與家校互信及學校效能三者關係的研究。本文

正希望填補這知識的空隙，以探索香港學校家校信任的本質，以及家校

合作、家校信任及學校效能的關係。 

研究方法及樣本 

本研究於 2004 年進行，樣本收集自 94 所小學的 2,800 多名教師。數據

分析方法包括一般描述分析、因素分析、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表一列

出教師及學校的背景。 

就教師背景而言，本樣本的女教師佔 78.7%，這與 2004–2005 年度

全港總計小學女教師佔 78.3% 的情況十分接近；平均教學年資約為 14

年；教育程度方面則有六成多擁有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近二成擁有學士

學位，一成多擁有碩士或以上學歷；任教年級則廣泛分布於一年級至六

年級。學校收生背景方面，班內平均移民學生及單親家庭約有 2 至 3

人（即佔班中的 8–9%）；學生社經地位廣泛分布於各階層，以中層及

中下階層佔大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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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及學校的背景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教師性別    
男 21.3%   
女 78.7%   

教師教學年資  14.61 (0.21) 
教師教育程度    

博士 10.7%   
碩士 2.7%   
學士 18.3%   
副學士 61.7%   
高級文憑 6.5%   

班主任／非班主任    
一年級班主任 8.3%   
二年級班主任 8.2%   
三年級班主任 8.5%   
四年級班主任 9.9%   
五年級班主任 10.8%   
六年級班主任 10.4%   
非班主任 43.9%   

學校收生背景    
班內移民學生（人數）  2.70 (5.01) 
班內單親學生（人數）  2.39 (3.18) 

學生社經地位    
上階層 0.6%   
中上階層 14.1%   
中階層 36.2%   
中下階層 43.2%   
下階層 5.9%   

主要概念的量度 

信任程度的量度 

本調查的研究工具主要參考 Bryk & Schneider（2002）及 Tschannen- 

Moran（2004）的信任量表。在選取及翻譯切合本研究的題目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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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邀請了 3 所小學共百多位教師進行預試，最後刪訂為 18 道題目，以

六點李克特量表（Likert scale）量度教師的同意程度，「1」表示「非

常不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研究收集了整體數據後，採用

主成分因子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的方差最大原則

（varimax）進行因素分析，以抽取潛在的因子，結果顯示「信任」可

分為四個維度：（1）教師對學生的信任，（2）教師對家長的信任，（3）

教師對家校合作的努力，（4）教師對家校合作的信心。表二列出信任

量表各分項的因素負荷及可信度。 

 

 因素負荷 可信度 

因素一：教師對學生的信任  0.867 
我校學生會自律地學習 0.808  
我校學生之間互相照顧 0.761  
我校學生的紀律良好 0.668  
我校學生會尊重成績優異的同學 0.635  
我校家長鼓勵學生養成良好的學習習慣 0.617  
我校教師信任學生 0.563  

因素二：教師對家長的信任  0.879 
我校家長尊重教師 0.731  
我校家長支持教師的教學工作 0.724  
我校家長很信任教師的教育專業 0.684  
我校教師及家長是教育孩子的夥伴 0.626  
我校家長致力協助子女學習 0.598  
我校家長是可信賴及願意承擔的 0.583  

因素三：教師對家校合作的努力  0.813 
我校教師尊重家長 0.796  
與家長交談有助我校教師了解學生 0.775  
我校教職員均努力與家長建立互信關係 0.720  
我校教師經常聯絡家長 0.567  

因素四：教師對家校合作的信心  0.737 
家長參與能加強我校的學習風氣 0.808  
與社區協作能促進我校學生的學習 0.789  

總體可信度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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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維度的信任指標的可信度由最低的 0.737 至最高的 0.879，而

18 道題目的總可信度更達 0.928，可見將這個量表本土化後應用於量度

香港教師的信任上十分可信。 

家庭與學校合作指標的量度 

家庭與學校合作指標的量度工具主要參考美國全國的家庭與學校合作

指標（Epstein, 1990）及何瑞珠（2002）在香港根據行動研究成果發展

出的家校合作指標，再按本土文化，設計了適用於教師問卷的家校合作

量表。量表共有 21 道問題，可分為七大範疇：（1）與家長的聯繫， 

（2）家庭與學校溝通，（3）親職教育，（4）家長輔助子女在家學習，

（5）家長參與學校義務工作，（6）家長參與校政，（7）與社區協作

及引入社區資源。問題以四點李克特量表量度，「1」表示「從不」，

「2」表示「甚少」，「3」表示「有時」，「4」表示「經常」。表三

列出家校合作量表各分項的因素負荷及可信度。 

七個範疇家校合作的信度分析結果顯示：信度係數由最低的 0.652

至最高的 0.835，整體信度更高達 0.901。可見這用於教師以量度家校合

作程度的量表可信性亦十分高。 

學校效能的量度 

量度學校效能共有 6 道問題，可分為兩個範疇：（1）學習風氣，包括

改善閱讀氣氛、學習氣氛及學業成績；（2）關愛氣氛，包括改善紀律

氣氛、互相關懷的氣氛及學生品德修養。問題以四點李克特量表量度，

「1」表示「非常不同意」，「2」表示「不同意」，「3」表示「同意」，

「4」表示「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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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負荷 可信度 

因素一：與家長的聯繫  0.652 

舉辦家長之間的聯誼活動 0.801  

舉辦家長與教師之間的聯誼活動 0.791  

成立家長支援網絡 0.538  

因素二：家庭與學校溝通  0.730 

教師主動與家長溝通 0.779  

家長主動與學校溝通 0.681  

校方向家長提供與學生學習有關的資料 0.665  

利用不同渠道，加強雙向溝通 0.588  

因素三：親職教育  0.752 

向家長強調親子關係對子女學習的重要性 0.749  

鼓勵教職員肯定家庭對培育兒童的價值 0.725  

學校提供親職課程或講座 0.558  

因素四：家長輔助子女在家學習  0.755 

提供培訓以協助家長改善子女學習的技巧 0.735  

為家長提供有關如何在家輔助子女學習的資料 0.724  

知會家長有關學校在每一級內每科對學生的期望 0.619  

因素五：家長參與學校義務工作  0.833 

培訓家長擔當校內義務工作 0.833  

表揚家長義工對學校的貢獻 0.815  

協助教職員善用家長義工的資源 0.755  

因素六：家長參與校政  0.631 

向家長解釋學校的重要決策 0.700  

讓家長參與學校的決策 0.665  

鼓勵成立「家長教師會」或其他家長組織，以了

解及回應家長 

0.570  

因素七：與社區協作及引入社區資源  0.835 

知會教職員及家長社區內可供運用的資源 0.807  

調動社區資源去支援家長及學校的教育工作（例

如社區學院） 

0.784  

總體可信度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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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及討論 

教師的信任程度 

信任程度 

信任程度以「非常不同意」為 1 分，「非常同意」為 6 分，平均中間值

為 3.5 分。若平均分高於 3.5，可視為傾向同意；若低於 3.5，可視為傾

向不同意。根據表四的四類信任程度來看，全部均高於 3.5 分，但大部

分又不超過 4.5 分，反映香港教師一般對學生及家長均頗為信任。「教

師對家校合作的努力」多高於 4.5 分，而「教師對家校合作的信心」則

大約 4 分，亦反映教師對家校合作甚為努力亦頗具信心，惟教師付出的

努力略高於他們對家校合作的信心。 

信任程度的校間差異 

全港家校信任的程度平均頗高，但學校之間信任程度的差異如何呢？ 

表五顯示變異數分析的結果。就「教師對學生的信任」而言，約 25.9%

的變異數來自學校之間；在「教師對家長的信任」方面，亦有約 14.3%

的變異數來自學校之間。這些數據顯示這兩類型信任程度的校間差異頗

大，可見在現時的香港小學裏，部分學校的老師對學生及家長的信任顯

著較高，但其他學校則顯著較低。然而，教師在家校合作上所付出的努

力及給予的信心，校間差異分別只有 3.7% 及 8.8%，亦即香港小學之間

在家校合作上作出的努力及給予的信心差別不大。 

家校合作的程度 

家校合作的程度 

本研究將家校合作分為七大範疇，合作程度最小為 1（從不），最大為

4（經常），平均的中間值為 2.5，亦即高於 2.5 者可視為傾向較常實踐

該類家校合作。根據表六中七個範疇的合作程度來看，大部分均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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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平均值 標準差 

教師對學生的信任   
我校教師信任學生 4.38 0.77 
我校學生會尊重成績優異的同學 4.38 0.87 
我校學生的紀律良好 4.11 0.96 
我校家長鼓勵學生養成良好的學習習慣 4.11 0.92 
我校學生之間互相照顧 4.05 0.87 
我校學生會自律地學習 3.64 0.95 

教師對家長的信任   
我校家長尊重教師 4.27 0.90 
我校教師及家長是教育孩子的夥伴 4.21 0.90 
我校家長很信任教師的教育專業 4.17 0.82 
我校家長支持教師的教學工作 4.15 0.87 
我校家長是可信賴及願意承擔的 4.09 0.88 
我校家長致力協助子女學習 3.92 0.96 

教師對家校合作的努力   
與家長交談有助我校教師了解學生 4.84 0.79 
我校教師尊重家長 4.76 0.75 
我校教師經常聯絡家長 4.64 0.78 
我校教職員均努力與家長建立互信關係 4.51 0.78 

教師對家校合作的信心   
與社區協作能促進我校學生的學習 4.16 0.86 
家長參與能加強我校的學習風氣 4.07 0.94 

 

 

 
教師對學生

的信任 
教師對家長

的信任 
教師對家校

合作的努力

教師對家校

合作的信心

變異數分析     
校間差異 0.273 0.147 0.037 0.089 
校內差異 0.779 0.877 0.965 0.916 

變異數百分比     
校間差異 25.9% 14.3% 3.7% 8.8% 
校內差異 74.1% 85.7% 96.3%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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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但小於 3.5，可見平均而言，香港小學亦頗常實踐不同類型的家校

合作。其中最常進行的是「家庭與學校溝通」（平均值為 3.25–3.55）

及「家長義務工作」（平均值為 3.15–3.32）。 

 

 平均值 標準差 

與家長的聯繫   
舉辦家長之間的聯誼活動 3.01 0.69 
成立家長支援網絡 2.86 0.78 
舉辦家長與教師之間的聯誼活動 2.79 0.65 

家庭與學校溝通   
教師主動與家長溝通 3.55 0.56 
利用不同渠道，加強雙向溝通 3.33 0.61 
校方向家長提供與學生學習有關的資料 3.31 0.67 
家長主動與學校溝通 3.25 0.64 

親職教育   
向家長強調親子關係對子女學習的重要性 3.24 0.64 
鼓勵教職員肯定家庭對培育兒童的價值 3.03 0.72 
學校提供親職課程或講座 2.94 0.71 

家長輔助子女在家學習   
提供培訓以協助家長改善子女學習的技巧 2.94 0.66 
為家長提供有關如何在家輔助子女學習的資料 2.90 0.67 
知會家長有關學校在每一級內每科對學生的期望 2.86 0.73 

家長參與學校義務工作   
培訓家長擔當校內義務工作 3.32 0.70 
表揚家長義工對學校的貢獻 3.30 0.68 
協助教職員善用家長義工的資源 3.15 0.75 

家長參與校政   
鼓勵成立「家長教師會」或其他家長組織，以了解及

回應家長 
3.42 0.66 

向家長解釋學校的重要決策 3.01 0.71 
讓家長參與學校的決策 2.38 0.76 

與社區協作及引入社區資源   
知會教職員及家長社區內可供運用的資源 2.67 0.71 
調動社區資源去支援家長及學校的教育工作（例如社

區學院） 
2.45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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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的校間差異程度 

表七顯示，就校間差異的分析而言，校間差異最高的範疇是「家長參與

學校義務工作」（24.0%），其次是「與家長的聯繫」（18.7%），第

三是「家長參與校政」（13.6%），其餘四個範疇家校合作的校間差異

均低於百分之十。由此可見，在香港小學裏，有部分學校能成功動員更

多家長承擔義務工作，並更積極與家長聯繫；有部分學校更為開放，讓

家長參與校政；其餘的「家庭為本」及「社區為本」的參與，校間差異

很小亦即反映出校內家長之間的差異更大。究竟家校合作的差異與家校

的信任程度有何關係呢？以下再進一步分析。 

 

 變異數分析 變異數百分比 

與家長的聯繫   
校間差異 0.190 18.7% 
校內差異 0.828 81.3% 

家庭與學校溝通   
校間差異 0.052 5.1% 
校內差異 0.961 94.9% 

親職教育   
校間差異 0.051 5.2% 
校內差異 0.928 94.8% 

家長輔助子女在家學習   
校間差異 0.065 6.4% 
校內差異 0.941 93.6% 

家長參與學校義務工作   
校間差異 0.246 24.0% 
校內差異 0.778 76.0% 

家長參與校政   
校間差異 0.140 13.6% 
校內差異 0.889 86.4% 

與社區協作及引入社區資源   
校間差異 0.071 7.1% 
校內差異 0.932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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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程度與家校合作的關係 

據表八所示，整體而言，七個範疇的家校合作與「教師對家校合作的信

心」的相關性最強，亦即家校合作愈多則教師的信心愈大，亦可能是對

家校合作有信心的教師，愈積極實踐不同範疇的家校合作活動。其次是

有四個範疇的家校合作與「教師對學生的信任」顯著相關，這包括親識

教育、家長輔助子女在家學習、家長參與校政、與社區協作及引入社區

資源。另外，與「教師對家長的信任」顯著相關的包括家長參與學校義

務工作、家長參與校政、與社區協作及引入社區資源。最後，有三個範

疇的家校合作與「教師對家校合作的努力」顯著相關，包括家庭與學校

溝通、親職教育、家長參與學校義務工作。這些結果與 Tschannen-Moran

（2001, 2004）在美國的發現相當一致。 

 

 教師對學生

的信任 
教師對家長 

的信任 
教師對家校

合作的努力

教師對家校

合作的信心

與家長的聯繫 –0.003 0.033 0.026 0.119*** 
家庭與學校溝通 0.055 –0.036 0.279*** 0.108*** 
親職教育 0.082** 0.047 0.186*** 0.115*** 
家長輔助子女在家

學習 
0.128*** –0.008 0.024 0.103*** 

家長參與學校義務

工作 
0.051 0.151*** 0.064* 0.066* 

家長參與校政 0.147*** 0.126*** 0.024 0.083** 
與社區協作及引入

社區資源 
0.110*** 0.057* 0.017 0.252*** 

* p ≤ 0.05; ** p ≤ 0.005; *** p ≤ 0.001 

信任程度、家校合作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本研究量度學校效能有兩個變項（學習風氣和關懷氣氛），採用迴歸方

法分析教師背景、學生背景、家校合作及信任關係對學校學習風氣及關

懷氣氛的影響。模型一顯示教師背景對學校氣氛影響不大，學生背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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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社經地位對學校的學習風氣及關懷氣氛最具影響力（見表九）。教

學年資愈高的教師愈是感到學習風氣欠佳；學生社經地位愈高，學校的

學習風氣及關懷氣氛亦愈佳，這結果與筆者 1998 年的研究結果一致 

（何瑞珠，1998/1999）。不過，班內單親學生愈多，學習風氣反而愈

好，這結果可能與香港單親家庭的家長多數為較高教育程度的母親，他

們多對子女有較高學習要求有關。以往本地的研究發現單親家庭的數量

不多，來自單親家庭的學生的學業成績亦不會顯著低於傳統家庭的學

生；尤其是由母親承擔教養的單親家庭，其子女的學業成績比由父親承

擔教養的單親家庭為高（Chiu & Ho, 2006; Ho, 2003），因此班內單親

學生愈多，學習風氣反而愈好的現象有待進一步研究。 

模型一的六項背景因素對學習風氣及關懷氣氛的解釋力只達 6.2%

和 2.5%。 

就七個範疇的家校合作而言，模型二顯示，多聯繫、多開辦親職教

育活動、協助家長輔助子女在家學習、讓家長參與校政及多與社區協作

的教師，與學校的學習風氣及關懷氣氛均有顯著的正相關。家長參與學

校義務工作更能改善學習風氣，這可能與近年香港小學家長多參與校內

閱讀推廣及功課輔導有關，例如於早上或午膳時間任故事媽媽或故事爸

爸，或於下課後協助學童溫習功課。根據何瑞珠及鄺偉文的研究顯示

（Ho & Kwong, 2007），小學家長義工數量由 2001 年每校平均 25 人增

至 2006 年的 75 人，可見家長義務工作日益蓬勃，對學校學習效能起着

積極的作用。 

模型二的七個範疇家校合作因素連同背景因素，對學習風氣及關懷

氣氛的解釋力增至 15.8% 和 11.2%。 

最後，就四類型信任關係而言，模型三顯示教師「對學生的信任」、

「對家長的信任」及「對家校合作的信心」與學習風氣及關愛氣氛均呈

顯著的正相關，而且他們的標準迴歸係數比教師背景、學生背景及家校

合作更大。這結果反映了在預測學習風氣及關愛氣氛上，信任關係比背

景因素及家校合作更為重要。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入四項信

任指標後，背景因素與家校合作的各個標準迴歸係數均全面減弱，這意

味在信任程度高的學校內，社經地位的影響較小，亦即家校信任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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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減低草根階層對學習風氣及關懷氣氛的負面影響。而且，家校信任可

能是家校合作與學校效能之間的中介變項，亦即家校合作對學校效能的

影響，部分可能透過建立了家校互信而達到。 

根據模型二的結果，「親職教育」對學習風氣的迴歸係數原為

0.127，但加入信任關係的四個變項後，該係數在模型三降至 0.090，顯

示親職教育對學習風氣雖然仍有直接的顯著影響，但部分影響是透過建

立了對家長的信任而達至的。這即是說，教師察覺校內家長積極參與親

職教育課程，會傾向更信任學生及家長，從而感到學校「學習風氣」更

佳。同樣道理，就學校的「關懷氣氛」而言，「親職教育」及「家長輔

助子女在家學習」在模型二原為顯著的正面因素，在加入「信任關係」

的四個指標後，變為不顯著，意味這些家校合作的因素對關懷氣氛的正

面作用主要是透過建立了信任關係而達至。亦即是說，當教師察覺家長

在家中積極輔助子女學習，以至本身亦主動參與親職課程，便傾向更信

任學生、家長及家校合作，從而提高學校的關懷氣氛。 

模型三的四項家校互信指標連同七個範疇的項家校合作因素及背

景因素，對學習風氣及關懷氣氛的解釋力分別增至 27.9% 和 19.4%。 

總結及啟示 

本文旨在探討家校信任及家校合作的特質，以及兩者與學校效能的關

係。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教師的信任可分為四個維度：（1）對學生

的信任，（2）對家長的信任，（3）對家校合作的努力，（4）對家校

合作的信心。由 18 道題目建構而成的信任量表的可信度十分高，總體

可信度高達 0.928。描述分析的結果顯示，香港教師對學生及家長的信

任程度頗高，對家校合作的努力及信心亦傾向抱持正面的態度。至於家

校合作的因素分析結果則顯示，家校合作可分為七大範疇，這七大範疇

與何瑞珠（2002）設計的校長問卷十分吻合。而本研究將用於教師的問

卷題數減至 21 道，總可信度亦十分高，達 0.901。七個範疇家校合作的

實踐程度以「家庭與學校溝通」及「家長參與學校義務工作」最高。在

分析家校信任及家校合作的關係上，本研究發現兩者顯著相關，其中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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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師對家校合作的信心」與學校內實踐七個範疇的家校合作活動相

關最強，可見家校合作的信心與活動兩者有相輔相成的作用。這與文獻

所言十分吻合。 

迴歸分析嘗試探索教師背景、學生背景、家校合作及信任關係對學

習風氣及關愛氣氛兩方面的影響。結果顯示，最大影響的背景因素是家

庭社經地位，服務高社經階層的教師，更相信家校合作能改善「學習風

氣」及「關愛氣氛」；在背景因素控制下，五個範疇的家校合作均與「學

習風氣」及「關愛氣氛」有顯著關係，亦即家校愈多聯繫、愈多舉辦親

職教育活動、愈多協助家長輔助子女、愈多讓家長參與校政、愈多與社

區協作，與兩種校風均正面相關。而四項信任指標中，有三項與校風呈

顯著正相關：對家校合作信心愈大而且對學生及家長信任程度愈高者，

對學習風氣及關愛氣氛均有正面影響。 

整體來看，本研究結果驗證了家校合作對培養學校學習風氣及關愛

氣氛十分重要，而且部分家校合作的影響力，可能透過建立家校信任這

中介變項而達至（見圖一）。由此可見，在實踐上，家校合作活動的多

元發展必須注意活動須提高家校雙方的互信，這樣才能更有效地改善學

校的學習風氣及關愛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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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將來進一步探索而言，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是提出了家校信

任對家校合作及學校效能的可能機制，而且建構的家校信心及家校合作

的量表，可信度均十分高，並能釐清該兩個重要概念均具多元維度的特

性（multi-dimensionality）。這對將來研究甚具參考價值。至於限制方

面，本研究以教師觀點來建構家校信任程度的多元指標，量表是否適用

於學校其他成員（包括校長、家長及學生）有待驗證，而針對其他成員

的信任量度及指標亦有待發展。此外，迴歸分析中的解釋度仍然不高，

這可能是部分重要因素並未包括在本研究中，例如教師以往與家長相處

的經驗、校長對家校合作的實質支持等。這些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註 釋 

1. 「家校合作」（home-school cooperation）是香港常用的概念，「合作」

較強調家長對學校的合作關係。歐美等地則較多採用「協作」，「協

作」較強調家校雙方的對等關係。香港各學校對家長參與的態度差異

甚大，因此本文提及家校合作／協作時，兩者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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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Trust and Collaboration in Home-School Partnership 
Esther Sui-Chu HO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trust among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Coleman, 1990; Delhey & Newton, 
2003; Huang, 2003; Newton, 2004; Putnam, 1993, 2000).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 trust is not only a means but also an end of school improvement and 
reform (Brown, 1998; Bryk & Schneider, 2002; Meier, 2002; Moye, Henkin, & 
Egley, 2005). Under the recent waves of reforms that center on decentralization, 
privatization, accountability and voucher scheme, reformers advocate that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can enhance trust among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which in turn would improve school climate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Adams & Christenson, 1998, 2000; Epstein, 1990). This article aims to clarify 
the nature of trust teachers have toward students and parent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aboration and trust in home-school partnership, and to 
analyze the possible impact of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and trust on school 
effectiveness. 

 




